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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闪(flash mob)原本是国外青年扰乱公共空间、

带有抵抗性的青年亚文化活动。近年来，国内主流

媒体、有关部门所组织的主题快闪活动，引发不同群

体的认可与参与，形成了具有建设意义的“中国化”

快闪的新范式。2017年“五四”青年节前夕，各地青

年在各级团委组织下，开展向“五四”致敬、为共青团

献礼的快闪活动。此后，“快闪”成为青年群体在“五

四”前后的“固定节目”[1]。2019年 2月，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在央视新闻频道推出“快闪系列活动——新

春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系列节目。2020年初，我国

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快闪活动以更加多样的方式延

续，并在危情时期鼓舞人心。武汉宣布“封城”之后，

人们在自家阳台组织另类快闪，自发齐唱国歌，高喊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3月 18日湖北与武汉新增确

诊、新增疑似、现有疑似病例实现“三清零”，人们在

当晚组织阳台快闪，相互鼓励。疫情趋缓后，外省市

援助湖北医疗队相继返回，武汉天河机场工作人员

及市民代表多次以快闪送行外省市援助湖北医疗

队。此外，“中国化”快闪还传播到国外，如在疫情期

间，意大利都灵组织“快闪撑中国”活动。

“中国化”快闪引发社会学、传播学、艺术学等领

域的关注和初步讨论。对此，国内学者多以传播模

式作为切入点，探讨快闪活动的媒介效应①，鲜有学

者从空间生产的路径出发，分析“中国化”快闪的范

式建构。然而，基于空间实践机制的范式建构，是

“中国化”快闪得以生成与传播的根本缘由。据此，

本文以“流动空间”理论为支撑，试图从三个层面分

析“中国化”快闪的范式建构：其一，从马克思主义空

间理论出发，如何描述快闪活动的社会空间结构？

这一问题的阐述将成为分析“中国化”快闪范式的基

础框架；其二，基于社会空间结构的分析，描述国外

快闪活动的空间实践机制；其三，从空间实践机制出

发，分析“中国化”快闪的机制重构，进而分析其生成

的身份认同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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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动空间”：快闪活动的社会空间结构

快闪活动生成于网络空间结构中。如何描述这

一空间结构，成为分析快闪活动范式的基础框架。

对此，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家曼纽尔·卡斯特尔的

“流动空间”概念具有一定的阐释力。

(一)“流动空间”是信息技术衍生出的新空间结构

卡斯特尔认为，信息技术范式引发社会组织、文

化、制度的整体变迁。其中，虚拟符号跨地域流动形

成新的空间结构，即“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2]505

在网络社会中，“流动空间”成为主导的社会时空框

架。从组织实践的机制讲，“流动空间”是资本、技

术、政治精英主导、草根广泛参与的权力结构。[3]46-50

就空间结构而言，“流动空间”包含网络空间本体与

延伸部分。“流动空间”的延伸部分指在物理空间

的衍生及其对个体与群体空间实践的框架支撑。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流动空间”的延伸

部分不断扩张，表现在移动设备能够让个人随时

链接到网络空间。在此，“混合现实和增强空间的

融合，移动性和社交性产生了一种混合现实”[4]。

由于快闪活动基于网络社区的沟通与组织，并延

伸到物理空间，“流动空间”成为开展快闪活动的

空间结构。

(二)“流动空间”运作逻辑支配快闪活动的空间

实践

随着“流动空间”成为网络社会的主导时空框

架，“流动空间”的运作逻辑成为包括快闪在内的个

人或群体空间实践的支配逻辑。具体而言，“流动空

间”的运作逻辑可以概括为相关性运作逻辑。作为

资本、技术精英占据主导地位的权力结构，虚拟符号

的流动并非随机性、碎片化，而是围绕一定议题进行

联结。符号之间因共通议题联结起来，相互之间没

有必然联系，仅因为议题的共通性变得相关。 [5]例

如，我们运用搜索引擎进行关键词搜索，搜索的条目

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仅仅因为共通的关键词变得相

关。在“流动空间”中，相关性变为主导的运作逻

辑。例如，网络社区围绕偶像、作品等共通议题建立

起来，社区中的信息并无有机联系，而是围绕议题变

得相关起来。又如，智能算法技术将个人浏览的信

息升格为议题，并围绕这一议题进行相关信息推

介。“相关性”成为“流动空间”的主导逻辑，主要因为

虚拟空间的时间性摆脱了物理时间的限制，成为非

线性时间，它“既瞬间又永恒”[2]562。由此，线性因果

逻辑无法对虚拟符号进行高效组织，相关性逻辑则

相对有效。

从理论源头看，相关性源于“根茎”“集合”等后

现代哲学概念。事实上，无论是“根茎”还是“集合”

都包含“相关性”的组织逻辑。在网络研究中，“根

茎”被用来描述、YouTube等平台中草根建构个人粉

丝社区形成的“无中心、异质和生成性”的整体形

态[6]。算法推荐不断对个人社区的议题进行归类，形

成共通议题的个人社区的相关性联结。个人社区在

不断生成中，相关性联结同样在不断运行。如果说

“根茎”属于宏观结构层面，“集合”则是符号之间具

体的联结方式。在德勒兹那里，集合“是一种多样

性，由许多不同的术语组成，唯一的统一就是协同作

用。它是一种共生，一种‘同情’”[7]。在网络空间研

究中，马丁·穆勒等人扩展了“集合”概念，揭示了“集

合”具备“异质相关、生产力、动态性”等特征。[8]这些

特征实则描述了相关性逻辑的不同形态：异质相关

是相关性以共通议题将不同符号联结起来；由于符

号处于流动中，相关性的联结同样是动态的，且能够

生产出议题的新内涵。

二、临时性群聚与抵抗性认同：国外快闪的活动

范式

国外快闪活动始于 2003年 6月，由美国时尚杂

志《哈珀》的高级编辑比尔·沃斯克发起。通过短信、

电子邮件和博客的邀请，100余人聚集在纽约一家梅

西百货的家具部门。他们声称是住在威廉斯堡仓库

一个公社的成员，并反复向销售员询问是否有“爱情

地毯”出售。之后，集结的人迅速散去。这种通过网

络社交形成线下临时聚合、短暂占据公共空间的活

动范型，比尔·沃斯克将其命名为“快闪”。[9]“快闪”

的参与主体多为使用网络社交的青年人。随着移动

社交和虚拟社区的泛化，快闪参与者更多通过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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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组织活动，并使此类活动蔓延到欧美各国，比较

典型的案例包括泰特美术馆的“无声迪斯科”、柏

林火车站的“吹泡泡”活动等。由此，快闪活动“作

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和‘病毒文化’的物理化而被

广泛讨论”[10]5。

由于相关性成为“流动空间”的主导逻辑，快闪

活动的组织与实践必然受到相关性逻辑的支配。在

这一逻辑下，国外快闪活动的范式可以概括为：基于

虚拟社区的相关性联结，参与主体形成临时性群聚，

进而形成“抵抗性认同”(resist identity)。
(一)从空间实践机制来看，参与主体基于虚拟社

区的相关性联结形成临时性群聚

国外快闪活动的组织者通过推特、脸书等社交

平台发布主张，这些社交平台包含围绕共通议题生

成相关性联结的虚拟社区。虚拟社区研究者莱因戈

尔德认为，虚拟社区是“足够多的人带着情感兴趣进

行足够长时间的公开讨论，由此在网络空间形成人

际关系的社会群体”[11]。不过，在社交功能渗透到

各个平台的趋势下，虚拟社区的边界开始泛化。

无论短视频平台还是脸书、微博等社交平台，都声

称自己属于“社区”平台。与论坛等传统虚拟社区

相似，这些虚拟社区依然是以共通议题(主播、话题

等)联结起来的社交网络结构。就快闪活动而言，

组织者在社交平台发起主张，共通的议题联结其

他社交成员，进而形成虚拟社区。同时，虚拟社区

的相关性联结落实到物理空间的组织实践中，形

成一种集体性的组织情境。只不过与传统虚拟社

区相比，移动社交平台的社区往往更具流动性和

临时性，而快闪组织者建构的虚拟社区也具有临

时性。无论沃斯克发起的购买“爱情地毯”活动，

还是泰特美术馆的“无声迪斯科”，活动主张形成

的社区多是临时建构，形成相关性联结的参与群

体。参与群体迅速介入和撤离公共空间，构成临

时性群聚的实践形态。这种情境中，看似随机、偶

发的活动，实则围绕成员认同的共通议题展开，形

成相关性的实践行为。因此，尽管快闪活动的空

间实践机制具有临时性，但这种机制并非P.格兰奇

等人描述的是随机的、无目的的。[12]

(二)基于临时性群聚的机制，参与主体生成“抵

抗性认同”

临时性群聚中，参与主体形成认可活动议题和

临时集体的“虚拟社区感”，进而生成相关的身份认

同。网络社区是独立的社区结构，不能比附物理空

间的真实社区，衡量网络社区是否形成的关键参照

是“虚拟社区感”的形成[13]；进而言之，“虚拟社区感”

包括“共同的历史”“沉浸感”等要素[14]。在社交功能

日渐泛化的当下，构成社区的门槛降低，社区结构趋

于临时性。在此状况下，“虚拟社区感”更多成为一

种临时的群体归属感。这种群体归属感基于网络社

交结构，在社交结构和活动的“群体规约化”[15]中迅

速形成。

国外快闪活动通常包含扰乱和打破公共空间既

定秩序的主张，在此过程中，参与主体生成对抗既有

规制和主流文化的群体认同，形成卡斯特尔所说的

“抵抗性认同”[16]4。对于快闪活动的“抵抗性认同”，

布莱恩·休斯顿等学者认为它继承了青年亚文化的

抵抗性。 [17]“抵抗性”源于赫伯迪克等人提出的“风

格的抵抗”，他认为“光头仔”“奇装异服”等视觉符号

表征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青年对主流文化的抵

抗[18]。例如，比尔·沃斯科发起的购买“爱情地毯”快

闪活动，意在打破消费空间的固有氛围和常规的购

买方式。另外，莫尔纳等人将快闪的抵抗性置于先

锋文化活动的历史脉络，认为快闪活动是抵抗主流

文化的先锋艺术的延续。 [19]实际上，彼时的先锋艺

术以抵抗资本主义文化为主张，其中的参与者无不

是青年艺术家。就此而言，即便将快闪活动视为先

锋艺术，它依然和青年亚文化范畴中的抵抗存在密

切相连。

三、从临时性群聚到计划性组织：“中国化”快闪

的空间实践机制重构

在主流媒体和相关部门的策划和组织下，“中国

化”快闪建构出新的空间实践机制，将国外快闪活动

的临时性群聚转化为精心策划的计划性组织。尽管

“中国化”快闪依然包含突然介入、迅速离开公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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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临时性，但这仅仅作为快闪的形式化表现，形式

背后是参与各方的计划性组织。

(一)通过明确议题内涵、议题建构者与活动组织

者相分离等方式，“中国化”快闪形成计划性组织

在“中国化”快闪中，议题建构者往往预先明确

了主题内涵，以此作为计划性组织的基础。例如，在

“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中，以歌曲《我和我的祖

国》为核心，主流媒体建构出“祝福祖国”这一明确议

题。以此为联结点，参与者迅速认同这一议题的内

涵，从而保障活动的有序运行。在纪念“五四”100
周年、致敬共青团的快闪中，各级共青团明确了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的活动主题。相比之

下，国外快闪活动的议题往往是一个主张或者一

次号召，议题内涵充满弹性。在此，组织者力图让

参与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行动力，达到扰乱既

有秩序，抵抗主流文化的目的。例如，2003 年 7
月，在意大利罗马，超过 3000名快闪族入侵了一家

音乐机构和书店。在鼓掌和散场之间，参与者花

了几分钟询问员工一本不存在的书籍。“这些团体

设法集体地搅动和引起公众舆论、兴趣和注意。”[20]

然而，这一活动的议题并无明确的意涵。相比之

下，“中国化”快闪通过建构明确的议题，消解了国外

快闪的“骚乱”[21]效果。

在明确议题内涵的基础上，通过议题建构者与

活动组织者的分离，“中国化”快闪活动形成看似临

时、实则包含计划性的组织形态。在“我和我的祖

国”快闪活动中，作为主流媒体的央视主要负责快闪

的议题建构及活动的专题报道。至于活动的具体组

织，主要由参与者所在的地方政府、工作单位等组织

机构完成。例如，2019年初在成都宽窄巷子进行的

“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该活动总导演是成都电

视台的频道总监，“为了完美达成快闪活动的效果，

现场组织了超过70人的团队，全台共百余人参与，共

投入了 61个机位完成拍摄”，“1月 15日接到任务，1
月 23日正式拍摄”。[22]又如，2019年“五四”前夕，福

州五一广场举行的“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快闪

活动，由团福建省委、团福州市委联合策划，组织了

各界青年代表和市民群众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的青

年共计500多人参与。可见，快闪的参与主体是在组

织机构的引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排演，有计划地介

入公共空间。在公共空间中，演出人员作为活动的

核心，展现出活动的有序性；围观群众作为参与者，

进行有序地参与。由于“青春心向党”“祝福祖国”等

议题的明确内涵，参与者能够迅速认知和认同议题，

从而进入情境之中。同时，演出人员在公共空间的

临时介入，也为其他参与者带来了偶发感，从而保留

了突发迅速的行动特质。可以说，这种有序活动在

临时与计划之间找到了微妙平衡。

此外，议题建构者与活动组织者保持议题的一

致性，保证了组织活动达到议题建构者的预设期

待。尽管议题建构者与活动组织者相分离，但活

动组织者认可议题的内涵，并在议题内涵较为明

确的基础上，进行对参与者的组织，由此，“快闪活

动”并未出现议题传达方面的偏差。同时，“中国

化”快闪基于活动组织者的线下组织，通过短视频

拍摄延伸到网络空间。这种延伸理路的改变，保

证了“中国化”快闪的计划性。与之相比，国外快

闪活动以线上空间的组织为基础，延伸到线下空

间，具有随机性。

(二)以计划性组织为基础，“中国化”快闪构成跨

场域、跨媒介的相关性空间叙事

在进行活动的同时，组织者还会拍摄和剪辑快

闪视频，并上传到社交媒体，形成比尔·沃斯克描述

的在“传染性媒介”中的“病毒式传播”[10]5-6。这种“病

毒式传播”的模式被“中国化”快闪的策划者和组织

者借鉴，并转化为相关性叙事。

首先，在活动组织者与议题建构者既彼此分离

又保持议题一致的状况下，组织者往往有意选择具

有指代意义的公共空间，并以多个场景构成相关主

题的相关性叙事。例如，沈阳的“我和我的祖国”快

闪，在沈阳故宫、盛京大剧院等城市知名景点同时展

开，由此生成的快闪视频，不仅成为单独的空间叙

事，更联结成共通主题的相关性空间叙事。这种相

关性叙事将都市空间中具有代表性的场所联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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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意指青年群体乃至整个城市的人民对于祖国的

祝福。与之相似，在“纪念五四、致敬共青团”的快闪

活动中，组织者选择上海陆家嘴、福州五一广场等代

表景点，表达青年群体对于“五四”运动和共青团的

敬意。

其次，相关性空间叙事不仅存在于跨场域联结，

还形成于跨媒介传播的维度。主流媒体报道的快闪

活动建构出此类活动的空间叙事范式，引导各级单

位、组织相关活动，并上传视频至网络社交媒体，形

成活动的跨媒介叙事。一方面，主流媒体具有数量

庞大的受众和权威性，人们能够接受和认同本次快

闪活动，并构成相关性的空间叙事。另一方面，在主

流媒体的引导下，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组织机构纷

纷进行类似的快闪活动，并将视频上传到社交媒

体。例如，基层单位以工厂车间为背景，组织相关的

快闪活动并上传视频。如果说主流媒体播放的快闪

视频，属于精心组织和精良制作的“优质图像”(rich
image)，那么基层的组织机构在网络社交平台传播的

快闪视频，则属于草根性的“劣质图像”(poor im⁃
age)。“优质图像”“劣质图像”是德国媒介理论家黑

特·史德耶尔提出的一组概念，前者指主流媒体和大

型影视传媒公司精良制造的视觉图像，后者则指草

根模仿、转发和个人制作的粗糙低像素图像。在“优

质图像”的传播效用下，“劣质图像”对其进行模仿与

再传播[23]，构成了相关主题的跨媒介传播，形成了不

同层级的叙事。

(三)通过计划性组织和相关性叙事，公共空间被

重塑为展演空间和话题空间

如上所述，国外快闪活动搅动了公共空间的既

有关系。如乔治亚娜·戈尔对“快闪舞”的分析，“快

闪舞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它侵入了个人和集体的空

间”，“迫使人们的认知发生改变”。[24]这种“搅动”的

行动效果也呈现于“中国化”快闪中。尽管在不同的

公共空间，参与者展演的方式各不相同，但相似之处

在于，这些活动都打破了公共空间原有的关系结

构。例如，首都国际机场、深圳南站作为交通枢纽，

其主要的关系结构为机场、铁路工作人员与旅客的

关系，快闪活动临时打破了这一关系结构，起到搅动

公共空间的行动效用。

不同的是，“中国化”快闪的“搅动”并非单纯的

扰乱，而是将公共空间重塑为临时的展演空间。在

西方社会，快闪参与者力图通过搅动行为表达一定

的立场，然而，搅动之后，参与者并未建构出新的公

共空间，反而囿于为搅动而搅动的闭环之中。与此

不同，“中国化”快闪通过计划性组织将公共空间转

化为展演空间。具体而言，“中国化”快闪分为核心

和外围两个展演层级。核心参与者是事先组织排

演、参与演出的成员；外围参与者则是在公共空间围

观并参与其中的人们。在活动过程中，核心参与者

通过不同形式的演奏或演出，引发公共空间中参与

者的观看和共同参与，由此将公共空间建构为临时

的展演空间。由于核心参与者演唱的歌曲是大众耳

熟能详的曲目，在核心参与者的引导之下，外围参与

者很容易进入情境中，与核心参与者产生共情效

应。同时，在不同的公共空间，核心参与者对歌曲的

演绎形式不尽相同，例如，在“我和我的祖国”快闪

中，首都机场的核心参与者是交响乐乐队的驻足演

奏，与此不同，厦门鼓浪屿的核心参与者则是一边穿

行街道一边演唱的合唱团少年。不同的演绎形式契

合了交通枢纽、景点等公共空间的异质性，由此扩大

了共同参与生成共情的效果，强化了展演空间的情

感氛围。

与此同时，在相关性空间叙事的传播机制中，相

关议题的展演空间被媒介化，形成人们热议的话题

空间。这种媒介化形成于媒体融合的格局中，展开

于电视媒介、纸媒、网络媒体等多个层级。首先，通

过央视的报道，“纪念五四、致敬共青团”“我和我的

祖国”快闪活动建构的展演空间，呈现于主流媒体和

不同年龄、类别的受众当中，受到广泛关注。《中国青

年报》等全国性纸媒及其他地方性纸媒对活动报道

和解读，让传统媒介受众了解这一新兴活动。其次，

在媒体融合的趋势下，主流媒体的网媒公众号不断

推送相关活动，将系列活动在不同公共空间建构的

展演空间发布到社交平台，形成广泛的讨论。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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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日报”微博账号中，“天安门我和我的祖国”

快闪视频一天内的转发点赞数超过 2万。[25]在社交

功能泛化的状况下，这些快闪视频引发受众的评论

与转发，同时引导更多的组织结构进行相关议题的

快闪活动和视觉生产。

四、从“抵抗性认同”到“合法性认同”：“中国化”

快闪的认同转化

在计划性组织中，“中国化”快闪的参与者逐渐

形成新的认同。认同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26]同时

也是多层次的，它包含人们对职业、阶层等方面的社

会角色认知，也包含更高层次的民族、国家和文化认

同。[16]5在卡斯特尔划分的认同类型中，除了“抵抗性

认同”，还包含“计划性认同”“合法性认同”。其中，

“合法性认同”指对主流制度和文化的认同。 [16]3在

“中国化”快闪中，国外快闪活动的“抵抗性认同”被

转化为“合法性认同”，快闪逐渐成为青年群体乃至

大众参与公共议题的重要方式。

(一)“中国化”快闪将国外快闪的“抵抗性认同”

转化为“合法性认同”

以卡斯特尔对网络社会中身份认同的类型划

分，国外快闪活动的参与主体属于“抵抗性认同”的

范畴。西方快闪参与者旨在扰乱公共空间秩序，由

此形成对主流文化制度和既有秩序的抵抗；与之相

比，“中国化”快闪生成了参与主体对主流文化和民

族国家的认同，将“抵抗性认同”转变为“合法性认

同”，这种转变可以分为以下两个层面：

其一，快闪组织者通过计划性组织，将参与主体

的“虚拟社区感”转变为快闪议题的认同感，以此作

为“合法性认同”的构成基础。国外快闪活动中，组

织者通过网络社交结构建立临时的虚拟社区。由于

活动的议题内涵比较模糊，参与主体形成的“虚拟社

区感”更属于一种临时群体归属感。与之不同，“中

国化”快闪的组织者会明确参与议题的内涵，参与主

体的“虚拟社区感”往往转化为对议题内涵的认可。

由于议题内涵包含对于主流文化制度和国家民族的

认同，参与主体对议题的认可成为生成“合法性认

同”的基础。

其二，在此基础上，参与主体将扰乱行为转变为

共情仪式，由此将“抵抗性认同”转变为“合法性认

同”。在国外快闪活动中，“抵抗性认同”基于参与主

体的虚拟社区感，形成于具体的扰乱行为，如参与者

反复向售货员问询不存在的“爱情地毯”，打破商场

惯有的购物行为。与之不同，“纪念五四、致敬共青

团”“我和我的祖国”等快闪活动看似扰乱机场、车

站、图书馆等公共空间，但其行为并未对社会制度形

成扰乱和抵抗，而是落实到共情仪式的建构。通过

组织者的计划性组织，核心参与者的演唱行为将快

闪议题传播到公共空间，引导围观者进行这一议题

的实践，并在歌曲的感染之下，形成共情仪式。以共

情仪式为框架，参与者在组织行动和感情体验中生

成对主流文化制度、民族国家的认同。另外，在相关

性的空间叙事中，“合法性认同”蔓延于网络空间

中。卡斯特尔认为，热情和恐惧是具有传播力的媒

介情绪 [2]146- 150，共情仪式的再媒介化进一步扩大了

“合法性认同”的传播范围。

(二)认同转化的意义在于，“中国化”快闪成为青

年群体参与公共议题的重要方式

随着合法性认同的生成与传播，人们逐渐将“快

闪”作为参与公共议题的重要方式。无论“纪念五

四、致敬共青团”还是“祝福祖国”，应该说，这些“中

国化”快闪的议题属于公共议题的范畴。随着合法

性认同的生成，“扰乱”公共空间的“快闪”行动意指

对公共议题的参与，而非对主流文化的抵抗。在此

过程中，青年群体发挥引导公众参与议题的引领作

用。如上文所述，“中国化”快闪一般存在核心展演

者和观看参与者两个层面。从群体归属来看，其中

的核心展演者一般都是青年群体。例如，在首都国

际机场进行的“我和我的祖国”快闪，不同角色的参

与者围绕核心展演者聚合在一起。作为核心展演者

的青年通过演唱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演绎祝福祖国

的议题。在展演者的引导下，围观者共唱歌曲，成为

快闪活动的参与者，形成共情效应。在共情效应的

作用下，展演者与围观者悬置了社会角色的差异性，

在歌曲内容和情感的引导之下，参与者之间围绕共

··77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CULTURAL STUDIES
文 化 研究 2021.9

通议题的相关性联结，生成民族国家认同。同时，展

演者与围观者之间相互影响，形成民族国家认同的

相互确证。在演唱过程中，唤起民族国家认同的参

与者激动地流下眼泪。真情情感的流露，能够传达

和影响其他参与者的情绪，从而形成相互影响。

这种相互影响形成了共情效果，在演唱的共情仪

式中，不同参与者之间形成了民族国家认同的相

互确证。此外，活动组织者在演唱之前，提前准备

和发放给围观者一面国旗。在演唱歌曲的过程

中，国旗不仅成为凸显祝福祖国议题的符号，更是

引发共情效应，唤起和确证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

触媒。在此过程中，作为核心展演者的青年引发

公众参与，在共情效应中引导观众共同参与“祝福

祖国”公共议题。

同时，“快闪”青年形成参与公共议题的基本素

养。这种素养既体现在对活动计划性组织的积极参

与，还体现在计划性组织中的个体表达。参与主体

借助指代角色认知的服装、场景，标出自己参与议题

的社会身份，并将社会身份和公共议题有机联结起

来。在服装方面，观众能够通过参与主体尤其展演

者的装束辨认其社会角色认知。例如，小学生穿的

校服和佩戴的红领巾，以及国企工人的工作服和安

全帽，指代参与者的社会职业，海外唐人街华人身

穿传统的戏剧行头则指代参与者的华人社区身份

和族群认知。同时，参与主体选择的活动场景也能

够意指参与者的社会身份。比如，国企工人进行的

快闪活动，多在单位的所在地，甚至生产车间，这些

场景呈现出参与者的员工身份。又如，清华大学的

快闪活动在学校图书馆内展开，这一场景无疑标举

出参与者的大学生身份。通过服装展示和场景展

现，“快闪”青年在公共议题中体现出个体的参与和

表达。

(三)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化”快闪成为人们相

互鼓舞、抗击疫情的重要方式

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化”快闪以另类的形式

延续，引导人们参与到抗击疫情这一公共议题的行

动中。尽管没有相关部门的计划性组织，但此前快

闪活动，培育出青年群体及其他公众参与公共议题

的素养。在武汉宣布封城后，疫情的蔓延不仅危害

人们的生命，还导致心理层面的恐慌不安。封城期

间，人们通过社交网络，组织参与到在各家阳台举行

的抗疫快闪之中。人们在齐唱国歌之后，高喊“武汉

加油”“中国加油”，并感谢医务人员的努力。在危情

时期，快闪在人们抗击疫情的过程中起到鼓舞人心

的作用。如果说在“纪念五四、致敬共青团”“祝福祖

国”的公共议题中，青年群体在“中国化”快闪中扮演

的是重要甚至核心角色，那么在抗击疫情的另类快

闪中，每个人都是活动的核心参与者。

在此过程中，快闪生成的“合法性认同”尤其是

民族国家认同成为抗疫的精神支撑。在独特的“阳

台快闪”活动中，人们所唱的是国歌、所喊的是“中

国加油”。显然，参与者力图从“合法性认同”中找

寻抗击疫情的精神支撑。这种精神支撑包含两个

方面：一方面，民族国家认同在精神层面鼓励人们

坚信能够战胜疫情。人们在共唱国歌的仪式中，

确证民族国家认同。“非典”等历次灾难都未能击

垮中华民族，人们在民族国家认同的感召下，相信

民族和个体一定能战胜疫情；一方面，对政治制度

和文化的认同支撑人们战疫的信念。在“中国加

油”的喊声中，人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相信一定能够早日取得“战役”胜利，这种致敬表征

了人们参与公共议题的素养逐渐成熟，也进一步强

化了“合法性认同”。

结语

需要补充的是，“中国化”快闪不仅广泛传播于

国内青年群体，还走向国际化，形成快闪活动的中国

样本。2019年春节期间，“我和我的祖国”以及“一带

一路”快闪已经在国外展开，并在“油管”(YouTube)等
国外社交平台引起关注，但当时活动的参与主体依

然是华裔青年和留学生。2020年初，当中国遭遇新

冠肺炎疫情，在意大利都灵孔子学院和当地华人团

体的组织下，当地青年和华裔、留学生一起，参加了

“快闪撑中国”活动。当疫情在全球爆发之后，意大

利的“阳台快闪”、瑞士的“晚九时鼓掌”等快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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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情时刻发挥了鼓舞人心的作用。可以说，如

何将包含抵抗性的青年亚文化转化为建设性的社

群文化实践，如何吸纳青年群体参与公共议题的

新形式，“中国化”快闪为国内外提供了可以借鉴

的样本。

注释：

①学者多以传播机制为聚焦点，审视“中国化”快闪活动

的传播机制。如余庆华：《短视频〈我和我的祖国〉传播特点及

SoLoMo理论运用》，《电视研究》2019年第6期；姚会峰：《快闪

报道的传播特色》，《视听纵横》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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